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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本罪第二条款规定了特殊主体即驾驶人员违反该条款的构

成要件，对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与乘客发生互殴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制。但在司法实践当中，互

殴行为与防卫行为之间的界限本就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驾驶人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反击行为在司法实践

当中则更会面临诸多不同角度的定性，因此对驾驶人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反击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应从多

角度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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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XI)” added the offence of obstructing safe driving, the second arti-
cle of this offence stipulates the special subject that the driver violates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article, as a special subject of the driver and the passenger in the act of mutual assault to carry 
out further regulation.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utual assaul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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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ive behaviour already exists a certain degree of ambiguity, and the driver in the driving pro-
cess of counterattack behavior in judicial practice will be faced with many different angles of qual-
ification, so the driver in the driving process of counterattack behaviour whether with unlawfulness 
should be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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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2 年一部热播剧《开端》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有关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驾驶问题

在当下社会掀起了广泛的关注热潮，通过总结近年案例不难发现，全国各地出现多起此类危害公共安全

的案件，这种现状着实令人担忧。为更好的保护公共法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刑法修正案(十一)》
在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当中新增一条罪名——妨害安全驾驶罪，以此回应当前社会现状的需求。同时值得

注意的是，本条罪名第二款规定了特殊主体犯罪即公共交通驾驶人员在车辆运行期间未履行安全驾驶职

责，发生相关冲突行为并产生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后果的，应当参照前款量刑标准予以处罚 1。作为特殊主

体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其一方面负有安全驾驶的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一般公民的驾驶人员也享

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因此当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在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面临正在发生的不法

侵害时实施的反击行为如何做出不法性判断，便出现了防卫权与其负有安全驾驶义务的法益衡量。因此

本文重点对社会公共交通安全进行的法益保护与正当防卫进行的法益保护进行梳理比较，以此来论证公

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施反击行为时不法性的判断，以期可以更加明确的适用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 

2. 研究现状：反击行为不法性之争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的过程中，面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最大的争议点是其是否限制了作

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防卫权的问题。这背后所体现的便是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在其驾驶公共交

通工具行驶的过程中，面对不法侵害时，其反击行为能否作为防卫权的行使阻却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

的不法性问题。 
(一) 肯定说：反击行为具有不法性 
一些学者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作为一种轻罪的新增立法，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实现对此类妨害安全驾

驶行为进行类型化规制，其不可能实现对所有行为都囊括在内[1]。因此此类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
将“与他人互殴”、“殴打他人”作为本罪第二款的类型化构成要件，说明此类行为在生活实践当中具有

多发的典型性。同时妨害安全驾驶罪在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体多是乘客，肯定说的学者认为之所以规定

本罪第二款，其目的在于强调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在面对暴力行为时，应当以安全驾驶为重，其侧

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强调驾驶人员具有安全驾驶的义务。因此驾驶人员不能因一时之意气，便与乘

客互殴甚至殴打乘客而置公共安全于不顾。因此此类学者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限制了特殊主体

驾驶人员防卫权的行使，在面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抉择时，本法从立法的角度更加强调公共利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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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人的安全驾驶的义务，因此认为其反击行为不具备违法阻却性[2]。 
(二) 否定说：反击行为不具有不法性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妨害安全驾驶罪固然对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行驶防卫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但

并不能排除其反击行为也可能阻却违法的事实。立足于目前出台的相关法律规定及文件，去细化把握驾

驶人员反击行为的正当性 2。在论证防卫权时往往引入法无需向不法让步这一观点[3]，因此一些学者认为

对驾驶人员反击行为的把握不应过于严苛，因为驾驶人员采取反击行为不仅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考虑

到公共交通工具和乘客以及周边其他人员的安全，因此当车辆的驾驶人员对于正在发生的行为人实施的

不法侵害做出回应的反击行为时，只要驾驶人员没有完全抛弃其作为驾驶员所具有的安全驾驶的职责时，

应尽可能的站在有利于驾驶人员的立场对其反击行为的不法性进行定性判断[4]。 
(三) 反击行为是否具备不法性的争议点 
综上考虑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其反击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争议点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是其反击行为是否构成本罪第二款的构成要件，其反击行为是危及公共安全还是在保护公共安全成为

反击行为是否成立构成要件的首要争议点之一。其次是反击行为能否以防卫权的行使为由以此作为违法

性的排除事由来阻却违法，其背后面临的是安全驾驶职责与防卫权行使的法益衡量，这成为反击行为是

否具备不法性的第二大争议点，本文将从这两大争议点出发，基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综合判断

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其反击行为是否具备不法性。 

3. 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构成要件研究 

(一) “擅离职守”的理解 
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规定的驾驶人员要符合构成要件，实施“与他人互殴”、“殴打他人”的行

为，必须以“擅离职守”为前提，基于此，下面将论述驾驶人员实施反击行为时，是否符合“擅离职守”

的理解。 
首先如何把握“擅离职守”？在刑法解释学框架下，“擅离职守”的规范内涵存在双重维度解析：规

范层面，该构成要件指代行为人未经法定程序脱离岗位职责的行为表征；实质认定层面，特指具备安全

保障义务的驾驶人员实施的职务脱离行为，具体表现为两种危险形态：其一是在未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的

情况下放任交通工具失控运行，其二是在驾驶过程中非必要解除对操控装置的实际掌控[5]。本文之所以

将“擅离职守”做出上述解释，是因为本文认为以此理解“擅离职守”可以为更好的解释驾驶人员的反

击行为提供一定的合理空间。此时“擅离职守”的规定更好的保护了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

员，为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施反击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6]。基于此，对于正在行驶的公共交

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其在尽到安全驾驶义务的前提下，可以对受到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防卫权，

此时对于驾驶人员来说其已经履行完毕作为驾驶人员安全驾驶的义务，此时其可以作为一名公民对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防卫权。此时在履行完毕安全驾驶的义务的前提下，即使因实施防卫行为造成一定

损害，仍然不认为其符合“擅离职守”的前提，因此无法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的构成要件。此时

的立法价值在于即使作为负有特殊责任的驾驶人员对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负有安全驾驶的义务，但

是刑法不应过于苛求驾驶人员在其遭受不法侵害时持续忍受的程度，当其履行完毕安全驾驶的义务时，

其仍然拥有防卫权[7]。 
此时便出现两种情况，其一是驾驶人员是在履行完毕安全驾驶义务的前提下对不法侵害人实施的反

击行为，此时因为驾驶人员履行完毕安全驾驶的义务，所以其不符合“擅离职守”的构成要件，因此不

 

 

2 根据 2021 年“两高两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有关问题的通知》，《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正当防卫指导意见》与《刑法修正案(十一)》不相冲突的内容，在新的

司法解释颁行前，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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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犯罪构成要件，其反击行为便不具备不法性；其二是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是

在未履行完毕安全驾驶义务的前提下实施的，那么此时能否以防卫权阻却违法性便是下面讨论的重点。 
(二) 反击行为与“互殴”、“殴打他人”的比较研究 
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规定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这一构成要件，因此对于驾驶

人员的反击行为与“互殴、殴打他人”这一构成要件应当进行比较分析，以此来更好地判断驾驶人员反

击行为的不法性。 
首先，根据文义解释本文认为“互殴或殴打他人”是指：通过击打、锤击等方式单方面对他人身体

进行伤害或互相进行身体伤害的情形，同时排除语言上的侮辱、责骂等情形[4]。此时若驾驶人员实施上

述行为是否就符合构成要件呢？本文认为应当联系上述“擅离职守”的前提进行系统判断。笔者认为，

本条罪名之所以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当中，其背后首要保护的法益必然是公共安全。因此上述“擅

离职守”之所以成为“互殴或殴打他人”的前提条件其目的也在于维护公共安全。本条第二款设置的立

法目的在于规制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其擅自离开岗位，未能尽到安全驾驶义务，因此危

及到公共安全的情形。但基于擅自离开岗位，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的情形过于抽象，恰好“擅离职守”

最典型化的表现在于“互殴或殴打他人”，因此规定了本条构成要件 3。基于对此的理解，此时对正在行

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与“互殴或殴打他人”的构成要件进行比较便会不难发现，此

时仍然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是，驾驶人员为了公共安全，在履行完毕安全驾驶义务的前提下实施的反

击行为，此时即使存在造成殴打他人的实际结果，但仍然不认为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的构成要件

符合性；其二是，驾驶人员仅仅是为了自己正在遭受的不法侵害，此时其未良好的尽到安全驾驶义务的

前提下实施反击行为，那么此时能否在违法阻却上进行违法性的排除将成为下文讨论的重点。 
(三) “危及公共安全”的理解 
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规定本构成要件要达到的效果是“危及公共安全”，那么如何理解把握“危

及公共安全”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的成立。首先根据文义解释，妨害安全驾驶

罪中“危及公共安全”是指：有损于、威胁到公共安全[8]，相比于刑法中危害公共安全，危及所表达的

程度较轻，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更小。同时本罪是作为抽象危险犯存在还是具体危险犯存在，对本罪的成

立标准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学界对本罪的危险形态的两种说法各有支持者。其中主张是具体危险犯的理由主要存在两点：

其一是认为，“危及公共安全”这一刑法当中的法律术语表述是具体危险犯本来的表述特征；其二是认

为将犯罪成立起点的干预进行提前，可以提前对具体危险发生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惩戒[9]。刑法理论中将

本罪界定为抽象危险犯的论证逻辑主要基于双重维度：其一，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规范分析，本罪“危

及公共安全”的法定刑配置显著低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据此可推导出立法者对两类犯罪设定了差异

化的危险层级。在危险犯分类体系中，法定刑较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对应于具体危险犯，而危险

程度相对较低的“危及公共安全”行为则宜归入抽象危险犯范畴，形成违法性评价梯度；其二是根据文

义解释可将“危及公共安全”理解为：有损于、威胁到公共安全，其危险程度较小，如果其实现的可能性

过高的话则会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因此认为其应当是“抽象危险犯”[4]。 
本研究认同刑法理论中关于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形态的中间类型学说，主张该罪名的危险性特征既

非典型的具体危险犯亦非纯粹的抽象危险犯，而是具有准抽象危险犯的特殊属性[4]。所谓准抽象危险犯，

系指立法机关基于行为危险性的一般预设，在司法适用时仍须考察个案中实质危险是否存在的复合型犯

罪形态。具体而言，即便行为人实施了构成要件规定的典型危险行为，若个案中存在特殊情由致使法益

 

 

3孙航. 司法大数据“解读”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EBO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11/id/3579525.shtml, 202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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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危险未实际发生，则仍应排除犯罪成立[10]。因此在妨害安全驾驶罪当中，认为“危及公共安全”是

准抽象危险形态，便可基于此做出如下解释：危及公共安全是法益受到威胁、或公共安全可能有损，因

此当认为此时的危险形态是准抽象危险犯时，就可以认定当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正在履职过程中，

在面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时实施反击行为，虽然并未履行到安全驾驶的义务，但最终并未危及公共安

全的，仍然可以将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其不法性不成立。 
以上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构成要件的辨析，不难发现对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

施反击行为仅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上就可以排除一部分行为的不法性，因此下面将重点在违法阻却性上讨

论当防卫权与安全驾驶义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针对上述构成要件符合性不能排出的部分反击行为，能

否根据违法性来判断衡量其反击行为的不法性？ 

4. 驾驶人员反击行为的违法性研究 

(一) 通过法益衡量判断反击行为的违法性 
在上述论述当中主要在构成要件部分对部分反击行为进行不法性的排除，下面论述中，将引入法益

衡量原理，来对剩余部分的反击行为在违法性判断上进行一个比较研究。 
法益衡量原理是将结果无价值论作为构造理论基础，在日本发扬光大并由张明楷教授在我国倡导的

一种违法性判断学说。其认为在三阶层的判断当中，之所以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是法益进行衡量的结

果。即所谓的法无需向不法让步，因此对于一个行为进行违法性判断时就要加入法益衡量的考虑，以此

来判断行为的违法性[11]。 
基于此便会产出如下判断，即当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遭受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时实

施反击行为，能否在法益衡量时将其认定为正向的防卫权的行使，此时将面临防卫权与负有安全驾驶义

务之间的一个法益衡量，如何在面临这种复杂情形下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判断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首先是当驾驶人员在履行其工作职能的过程当中面临正在发生的对驾驶员实施的不法侵害时，此时驾驶

人员面临着无法履行其负有的安全驾驶职能的前提下实施的反击行为，能否作为一个正向的评价来阻却

违法？此时便发生了法益的冲突，即需要在个人的防卫权与安全驾驶义务的公共安全之间做出一个法益

的衡量。劳东燕教授认为在法益衡量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构建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利益衡量体系[12]，
在此体系下进行系统的法益衡量。按照劳东燕教授的观点和本条款立法价值的考量，笔者也认为此时发

生利益冲突时，应当基于利益保护的优先性，首先保护公共利益。因此认为此时的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

不具有违法阻却性。 
本文基于以下理由做出上述判断，本次法益保护面对的问题是个人防卫权与安全驾驶义务下的公共

安全的法益衡量，之所以认为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在此时不能阻却违法是因为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防

卫权是法律所赋予的个人遭受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时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是法无需向不法让步、正无

需向不正让步在法律上的体现[13]。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其对全体乘客负有安全驾驶的义务，

这种义务要求他具有比普通人更加严苛的责任，其具有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义

务。因此当存在行为人对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施不法侵害时，作为负有安全驾驶义务

的驾驶人员不能置乘客安全于不顾，而对不法侵害人实施反击行为，此时的驾驶人员不仅未履行到安全

驾驶的义务，反而因为自己的行为扩大了公共危险的可能性，因此此时笔者并不认为可以对驾驶人员的

反击行为做一个正向的评价。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虽然一个公民享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但是作为负有安

全驾驶义务的特殊主体，驾驶人员此时的防卫权利应当向公共安全利益让步，这种让不要去在不法侵害

发生的第一时间，驾驶人员所作出的反应不是反击，而是尽自己最大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全体乘客的

安全，而非是基于自己的防卫权对不法侵害人做出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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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反击行为都不能作为违法排除事由对抗其不法性，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面临着复杂

多变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对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施过于严苛的要求，在驾驶人员采取相应措施，

甚至反击行为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时，那么此时的反击行为的法益衡量便是正向的，此时的反击行为便

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下面将着重把握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与防卫权的判断。 
(二) 反击行为适用防卫权的比较研究 
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在立法价值的角度必然限制了驾驶人员防卫权的行使，但并未表明驾驶人员

在本罪情境下就不能行使防卫权，基于上述论证，下面将从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出发，结合 2020 年发布

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作出的细化规定(以下称指导意见)，对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

人员在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对正在遭受的不法侵害实施的反击行为能否成立正当防卫进行探讨。 
首先是防卫的起因条件与对象条件，根据《指导意见》确立的规范框架，针对行驶中公共交通工具

内发生的危害驾驶安全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暴力侵害驾驶员、抢夺操控装置等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
相关主体依法享有防卫权。这一规范指引表明：公共交通参与主体(含驾驶人员)在面对符合妨害安全驾驶

罪构成要件的即时危险行为时，其防卫权的行使具有正当性基础 4。基于此表明对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

具的所有人包括驾驶人员来说，对于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足够妨害安全

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的，都可以行使防卫权。那么此时当驾驶人员面临此种情形时，便已经具备了《指

导意见》中规定的防卫的起因情形。同时此时的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仅仅针对的是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

不法侵害人，当然具备行使防卫权的对象条件。 
其次是防卫的时间条件，《指导意见》中表明：对于不法侵害正在发生的时间把握，应当从社会大

众的普通认知出发考量，不能过于苛求防卫人，应依照法律规定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断说明 5。因此在认定

不法侵害发生的时间条件时应当着重把握几个方面。一方面不法侵害的正在发生并不一定指不法侵害人

真正对驾驶人员实施殴打、抢夺方向盘等实际行为发生时才认定不法侵害的发生，根据上述意见的规定，

对于不法侵害开始或结束的实际把握应当立足于防卫人当时所面临的情境和社会公众对当时情境的一般

认知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断，这样基于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原理对防卫人做出有利判断。那么此时驾驶人

员面对不法侵害时只要不法侵害人处于可能实施公众一般认知的危险行为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便给予

了驾驶人员一定防卫权的空间。另一方面，对于不法侵害结束的时间把握，也不应过于苛求防卫人，并

不是只有不法侵害人正在侵害驾驶人员的同时驾驶人员才能予以实施反击行为，而是即使在不法侵害实

施完毕后不法侵害人仍然处于随时可以发动不法侵害的状态，并且其言语、动作足以使一般公众做出判

断认为其仍可随时发动不法侵害，那么此时就不宜认定不法侵害的结束。此时相对于驾驶人员而言，就

具备一定实施反击行为予以防卫的空间。 
再次是防卫的意图条件，《指导意见》中表明：对于在实施反击防卫行为前，行为人故意采用挑拨、

挑衅等行为要求对方实施侵害行为的，此时不认定为防卫行为。具体区分防卫行为与互殴，在本质上还

是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通过系统分析案件发生的起因经过，以及当事人对此争端的升级是

否具备过错等客观情节，来系统对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进行定性分析，此外，因琐事双方发生

冲突，当事人双方均不能保持理智而引发的争斗行为，对于先动手的当事人一方其明显存在过错并且采

取的措施过于激烈，或者一方先动手，对方极力避免冲突升级而此时另一方当事人仍穷追不舍继续实施

 

 

4《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 5 条：“对正在进行的拉拽方向盘、殴打司机等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的违

法犯罪行为，可以实施防卫。” 
5《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 6 条：“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

行；……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

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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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侵害行为的，此时对此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反击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 6。基于此对驾驶人员的反

击行为是作为“互殴”来认定还是作为“防卫权”行使来认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是要

判断驾驶人员是否自己本身有过激行为，是否故意通过语言、行为等挑逗对方侵害自己，是否具备防卫

挑拨，如果基于此目的下驾驶人员实施反击行为则不能认定其具备防卫权行使的条件；另一方面要审查

驾驶人员是否完全置自己安全驾驶职责于不顾？即驾驶人员对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

上面的人员以及可能对公共安全带来的损害完全放任，而只对不法侵害人实施反击行为，此时基于立法

价值与法益的衡量，认为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不宜认定为防卫权的行使。 
最后是防卫的限度条件，根据《指导意见》当中关于防卫限度的规定，去综合把握不法侵害的程度

以及“造成重大损害”的界限，基于此当驾驶人员实施反击行为时，首先要考虑不法侵害人所作出的不

法侵害的程度，并给予不法侵害的程度由驾驶人员实施一个相对合理的反击行为。其次同样也要对不法

侵害人实施的不法侵害所带来的后果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做一个比较，若其侵害行为达到了危

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对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的限度是否做一个扩大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综上来看，即使是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符合进入作为防卫权去阻却违法的考虑范围，但仍然受到防

卫权的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对于当事人防卫权的行使造成一定阻碍，在综合评价考量其违法阻却事由时，

不免加重了当事人防卫权行使的困难。总体来看，对于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一旦进入防卫权的考虑范围

来考虑，防卫权对其采取的还是不宜把握过于严苛的标准，应在法律法规符合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做

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这符合当下的立法价值与社会主义法治观。 

5. 结语 

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中作为特殊主体的驾驶人员其实施的反击行为的不法性的定性研究，本文主要

从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两个角度去讨论反击行为的不法性，基于上述论断发现，在司法实践当中认

定驾驶人员的反击行为的性质时，需要立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去综合判断驾驶人

员的反击行为是否妨害安全驾驶、违背其安全驾驶的职责义务，以及对于公共安全是否具有危害性？以

期站在公众一般认知的立场去考虑驾驶人员做出反击行为时的判断，对驾驶人员做出的行为评价要符合

社会大众的期待和认同。同时，由于驾驶人员本身职业属性所具备的特点，实践中也需考虑在案件发生

的具体情况下驾驶人员其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可能性大小。因此可以多部门联动，在相关立法与司法解

释先行的前提下，后续相关部门可以结合具体实际案例发布相关具体的司法指导案例，以期对妨害安全

驾驶罪第二款的司法实践做出更明确的指导，多种途径共同推进，针对当前不足予以弥补，推动司法裁

判更加准确高效，以期更加公正合理的在司法实践当中适用妨害安全驾驶罪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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